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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政司与明代司法 

—以明代《四川地方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 

吴艳红 1，姜永琳 2 

( 1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 美国博惫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Bryn Mawr ,PA19010 , USA ) 

【摘 要】明代布政司掌一省之政，主管民事，既往研究对于明代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鲜有关注。通过 《 四

川地方司法档案 》 这一目前仅见的明代地方司法档案，可以发现明代布政司在立案、审问以及详漱等司法过程中

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明初设计的省级司法格局中，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均有自己的位置和职掌，省级司法没有、

也不可能全部归属按察司，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在司法实践中，因为百姓告诉相对自由，案件司法权

相对开放，在追求公正无枉的目标下，布政司、按察司与都司在司法中的协调与牵制明显。本文从讨论布政司在司

法中的作用出发，分析和展示明初的地方司法格局；并以此视角，重新审视明初地方最高机构，即都、布、按三司

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明代；布政司；“三司”；司法；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有明一代，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构成了地方最高机构，即地方“三司”。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

明初布政司、按察司和都司的建立，使得元代行省垂相的权力一分为三：“即分设布政使管民政、财政；按察使管司法、刑狱；

都指挥使管卫所军事”。三司各有职掌，“相互制约，不相统属”
①。历来对于明代布政司职掌的讨论中，因此多注重其在财政和

民政方面的作用，而对于布政司与司法的关系及其在司法中的作用鲜有关注，未见讨论。
②
然而，近年整理出版的 《 历代判例

判犊 》 第三册收录的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却展示出明代布政司与司法之间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③
从该资料看，在朝

廷规定的司法程序内，布政司及其所属机构在立案、审问和复核等司法程序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如此，则有一系列问题需要重

新考察和审视。 《 明史 · 职官志 》 称，提刑按察司之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幼之事”
④
，在省级的司法体系中，提刑按察

司似乎居于核心的位置，如果布政司也涉及司法，那么，两者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布政司司法对于重新理解明代地方的司法

格局又具有怎样的意义？传统的都、布、按三司各司其职，互不统属的格局是否因此需要更深一层的理解？明代中期布政司在

司法中的作用，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明初三司设计的理念以及三司之后的发展特征？本文以明代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为主

要材料，结合其他文献，描述和讨论布政司在明代司法体系中的作用和位置。在此基础上，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和回答。 

一、明代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学界对于明代布政司司法作用的较少关注，不仅与上述对布政司角色的一般认识有关，相关司法材料的鲜见也是重要原因。

本研究的展开进行，得益于明代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这一颇为特殊材料的面世。 

                                                           
① 关文发、颜广文： 《 明代政治制度研究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50 页。 

② 参见吴艳红： 《 近三十年来明代法制史研究述评沙，旧本）中国史学会编： 《 中国史学 》 第 22 卷，京都：朋友书店， 

2012 年。  

③《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杨一凡等主编： 《 历代判例判犊 》 第三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1 61 

- 395 页。以下引文凡出自该书者，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 

④《 明史 》 卷 75 《 职官四 》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18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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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以后，因为出版刊刻的兴盛，比较明代前期甚至更早时期，法律资料得到更多的流传。相当一部分 《 大明律 》 

注解、判犊、讼师秘本等得以流传至今，为后人了解这一时期的司法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但是，有明一代，中央和地方的司法

档案留存至今的殊为有限。这和清朝保留大量中央、地方司法档案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 

司法档案作为特殊的司法材料，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司法档案不仅具体展示法律实际运作的过程，特别是

基层户婚田土等细事的司法实践；展示司法过程中的不同角色，包括各司法机构，涉及司法的各方，官员与百姓等在其中的活

动和声音；
① 也展示当时的司法书写和格式。这种原生态面貌的资料，具有其他法律资料不能比拟的优势。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是目前所见唯一的明代地方司法档案。该 《 档案 》 以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 《 明事

档遗存 》 （又名 《 明嘉靖年钱粮册 》 ）和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 《 四川各地勘案及其它事宜档册 》 为主要资料来源

整理而成。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是整理者为方便起见而加的题目。 
②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的主体部分包括 98 件司法文书。主要是嘉靖二十九年（ 1550 ）和嘉靖三十年（ 1551 ）之间

四川布政司所属各地方衙门申详的招册，即初审衙门以规定的格式将案件审理结果报上级衙门进行审核的司法文书。其中文书

保存完整的有 80 件。这 80 件招册，格式规范，主体部分均由以“问得”、“议得”和“照出”引出的三个部分组成。“问得”

即“招由”，以主要罪犯为招首，具体交代犯罪经过、立案以及审理的基本过程，从犯和其他涉案人员的信息附录于后；“议得”

部分主要是按照 《 大明律 》 对犯罪人员进行定罪，并依据相关条例和犯罪人的财力情况落实惩治；“照出”部分主要交代与

本案有关的费用物件，比如诉讼费用、赎罪银两、赃款赃物的收缴与利用，以及与本案相关却未及到官的人员的处理等。 

《 档案 》 收人的招册与收录于 《 大明律 》 注解和一些讼师秘本中的招册格式基本相同 
③
 ，与嘉靖时期存世的其他

招书格式类似：比如，嘉靖初年，山东鲁王府宗室不和，互相告发不法之状，皇帝诏令刑部左侍郎杨志学等到山东勘问：嘉靖

十六年（巧 37 ) ，杨志学等向皇帝呈送审理记录 《 鲁府招 》 。 《 鲁府招 》 的核心内容即包括由“会问得”、“会议得”

和“照出” 
④
 引出的三个部分。可以看出，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中收录的招册是当时通行的标准的格式化司法文书。 

一般一件司法文书包括一个独立的案件：主要罪犯相同，但是所犯罪情不一的，以不同的招册上报。同一个案件中，因为

涉案人员到官秩序不同，犯罪事实不同，也有出现两份招册的情况，一般后一份招册具有补足前一份招册的特征。 

准备及呈送这些司法文书的衙门主要集中在成都府、重庆府、顺庆府、保宁府、叙州府、马湖府和夔州府，以及撞川州和

嘉定州。其中成都府及其下辖的州县上报的司法文书最多，约占全部文书数量的三分之一。这些招册的接收机构，即招册申详

的对象则主要是四川布政司，亦即这些招册多为呈报四川布政司进行复核而准备。 

从司法文档涉及的案件内容来看，虽然举凡婚姻、强盗、争产等均有包括，但是最主要的犯罪则集中在以下三类。其一，

钱粮类案件。这类案件的司法文书约占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全部文书的 42 ％。钱粮类案件主要涉及的犯罪行为包括解

户等揽纳、侵欺官粮和地方衙门征粮违法。地方衙门征粮违法或失误，比如收粮违限，督征不力；或者钱粮文书有误，导致粮

差摊派不均，但是吏员、书手受财枉法改造官文书，改编解户，从而引出纠纷的情况也很常见。其二，公事失错。这类案件的

司法文书约占 22 ％。其中以地方衙门各房吏员处理官文书失错为主，同时也包括铺兵递送官文书违限，以及官吏到任违限等。

其三，勾军、解军违法。明代实行军户世袭制，一旦军伍人员有缺，则要从该军户原籍勾取人员补足。勾军过程中，原籍家庭

成员之间发生纠纷，特别是解军过程中出现拖延等违法行为。 《 档案 》 包括的司法文书涉及这类的案例有 8 件。 

                                                           
① 黄宗智： 《 前言 》 ；尤陈俊： 《 “新法律史”如何可能：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新动向及其启示 》 ，黄宗智、尤陈

俊主编： 《 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第 3 、 483 页。 

② 关于该档案的资料来源和整理过程．以及对该资料更为详细的描述和讨论，可参见吴艳红：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与明

代法律史研究 》 ，待刊。 

③ 杨雪峰： 《 明代的审判制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78 年，第 332 一 339 页。 

④ 不著撰人： 《 鲁府招 》 ，明刻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第 6 页上、 29 页下、 34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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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案件内容的相对集中有关，司法文档涉及的罪犯群体也相对比较集中。就 98 件司法文书中的招首，即主要罪犯而

论，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司法文书涉及的主要犯罪人以地方衙门最基层的官员、吏以及在衙门听差当役的百姓为主。其

中吏员和在衙门听差的百姓占主要犯罪人的 45 ％左右。 

《 四 J 日地方司法档案 》 涉及的犯罪以及涉案人员，或许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但是，从该 《 档案 》 涉及的案件

主要内容来看，钱粮征收，官文书的准备以及勾军补伍，则均具有全国的普遍性。也就是说，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虽然

收人的司法文书数量有限，且集中在嘉靖二十九和三十年之间的四川，但是其内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仅可以直接说明当时

四川布政司在司法体系中的作用，对于理解布政司在明代地方司法格局中的位置，以及明代地方三司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具有

重要价值。 

二、布政司之准状与立案 

洪武九年（ 1376 ) ，明太祖朱元璋废止从元代继承而来的行中书省，设承宣布政使司。
① 明代全国设置十三布政司，每一

布政司设左、右布政使，从二品；左、右参政，从三品，左右参议，从四品，均无定员。布政使总一省之政，参政、参议为其

辅佐。“曰清军，曰分守，曰督粮，曰边备，曰抚民，各专事焉。” 
②
 其中并无明确的司法职掌。但是从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看，布政司在立案审查，案情审问以及案件复核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其中，布政司立案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其一，最主要的部分，是布政司发现问题，直接立案，并将案件批发相关部门进行审理。 

比如文档 98 涉及的案例：嘉靖二十九年（ 1550 ）九月，四川布政司下令，要求各县造备本衙门吏农文册。分见役、候

缺、丁忧、事故等项，包括新收、新拨一应吏农，文册需要明确一应人员的年甲、籍贯、奉例纳拨衙门，以及纳拨的银数、日

期；投役、收参、转参则分别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各项。各衙门准备“循”“环”文册两本，不分四季，一样开写，按季“循”

去“环”来倒还。各州县衙门按时造备文册送达布政司。嘉定州威远县吏房典吏张永镇造册违限，直到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

方造册完毕，批差里长将文册解送至布政司。张永镇造完送缴的应该是“环”字文册。里长交差后又领回“循”字文簿一本，

回到威远县衙开拆。簿内有墨批：“仰县即将本司先次行问故违该吏张永镇作速一并问报”。根据布政司的要求，威远县将张永

镇进行审问，量刑定罪之后，将审理结果具招册上报布政司（第 394 一 395 页）。在这一案例中，嘉定州威远县吏房典吏张永

镇造册违限，布政司发现问题后，直接要求府州县相关衙门对有关事项和相关人员进行审查，并要求将审理情况上报。具有布

政司立案的性质。在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中，大约有 33 个案例具有类似的特征。 

除了布政司自身发现问题，对相关人员和事项进行立案审查的情况，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案例，

其中或是布政司的上级机关将事由或者案件批发布政司处理，或是布政司的统属衙门将情况上报，最后由布政司决定立案审查。

前者包括的上司机构有户部、礼部以及巡抚衙门等。嘉靖二十九年，四川保宁府巴州上祝寿表文，表面留有污渍，被礼部官员

查出，奏准，要求巡按御史提问。巡按御史将案件下发四川布政司，布政司牌行巴州，要求巴州将写表人员和查验官员等一并

审问上报（第 193 一 194 页）。后者包括的下属机构有各府州县衙门：嘉靖二十四年（ 1545 ) ，成都府崇庆州新津县顺和乡

百姓袁枝被编金为该年本府广丰仓秋粮解户：袁枝违限五年，期间外逃，直到嘉靖二十九年被新津县拘拿。新津县拿获袁枝本

人后，出具文书，派快手管押“前赴本司销缴”。“蒙司牌行本县，将枝就近问拟应得罪名，具招申详：”也就是说，新津县在拿

获袁枝后，没有直接进行立案审查，而是将袁枝押送布政司，并听取布政司的处理意见二四川布政司要求新津县对袁枝进行审

理，新津县才对袁枝进行审问（第 188 一 189 页）：同样，嘉靖二十／．、年（ 1549 ）九月，撞川州遂宁县人贺承嗣注拨成

都县吏员，当年十月，贺承嗣私自逃回原籍二嘉靖二十九年三月，成都县将贺承嗣逃回一事报告布政司。布政司下文：“仰成都

                                                           
① 《 明太祖实录 》 卷 ro6 ，洪武九年六月甲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本， 1962 年，第 1772 页。  

② 王忻： 《 续文献通考 》 卷 98 《 职官考 》 ，北京：现代出版社， 1991 年影印本，第 1489 页。 



 

 4 

县即将发下逃吏贺承嗣问拟应得罪名，具招详报定夺。”（第 306 页）根据布政司的批文，成都县将贺承嗣拘拿问罪之后申详布

政司。 

明确由布政司直接立案的这一类案件占据了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的一半以上。这一类的案件罪情相对集中，即主要

集中在钱粮、官文书和清军这三个方面。其中以钱粮和官文书的失错最为主要。从布政司对这些领域的司法关注，以及上司将

相关问题批发布政司，以及统属衙门或个人就有关问题向布政司的报告来看，在这些领域内，布政司具有特定的司法职责。 

其二，百姓状告至布政司，布政司准状立案。嘉靖二十六年（1547 ）六月，山东济南卫前所军郭永汉逃回并病故，郭永汉

嚎籍听在地成都府双流县奉单勾军。郭永付与妻子马氏被勾补伍，成都府双流县永丰乡民郭永霆被全解送郭永付夫妇到卫。郭

永庭在途延误，直到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才到达山东都司，将郭永付夫妇转发济南卫前所着伍。二十六日得到回执之后回家。

嘉靖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郭永庭才分别在四川布政司、成都府和双流县销缴有关文书。期间，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济南

卫因为该补伍人员未到，再次发单勾军。嘉靖二十九年正月，成都府将此勾单发双流县匀军二郭永庭为此将情具状，在嘉靖二

十九年三月赴诉布政司，指出勾单在前，而郭永付夫妞已经在匀单发出之后解至军伍。布政司准状，批发成都府查报。成都府

查实郭永宜已经将郭水付夫妇解送到伍，因此不再勾补新的军丁，但是郭永庭解军拖延，应该治罪：成都有将审理意见上报四

川布政司（第 328 一 329 页）。 

同样，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夔州府新宁县福受里民杨应惠赴四川布政使司衙门告状。告诉对象为同族兄弟杨应贤。

从杨应惠状词看，因为祖产分配不均，十几年间，双方兴讼不断，官府几次审断，但是案件未结，双方再次上告；案件已结，

不服的一方又再次上诉。这一年，在双方的冲突中，因为杨应惠八月胎儿被踢堕胎亡命，杨应惠上告布政司。杨应惠在状词中

罗列出以下的理由支持自己告状布政司的行为。其一，该纠纷涉及了人命，所以事属重大；其二，该纠纷之前屡次经由初审衙

门审理，但是处断不公，杨应惠感觉冤屈；其三，在之前的审理中，被告杨应贤有买通官府的嫌疑，换言之，官府有受财枉法

的可能（第 189 一 190 页）。 

四川布政司接到杨应惠词状后，显然对词状进行初步的审查，以确定是否准状。确定准状之后，批复“仰达州查提问报”（第 

190 页），即本身并不进行审理，而将案件下批至夔州府达州进行审理，并要求达州官员在审理结束之后将审理意见上报。 

布政司准状，并确定某衙门专门进行审理，属于布政司的立案。词状经过布政司批发，而且布政司要求府州县审理之后将

审理结果上报，则布政司在该案件中体现出主导的位置。嘉靖年间，夔州府达州百姓李仁与侄子李成郎为田产起衅，嘉靖二十

七年（ 1548 ）十月，李成郎告状至四川布政司，告准，并由布政司下批至达州进行审理。这年十一月，李仁向四川布政司上

呈诉状。在诉状中，李仁提到李成郎到布政司告准，布政司将案件批行达州审理之后，“致今屈执，齐天无路，坑陷地去粮存，

难以安生”。则显然李成郎的诉求，在达州的审理中得到了支持。李仁指出，“额定钱粮节年追解转运赴星祖爷处，验发册案，

可与辨明”，为此前来诉告，希望“准诉急救并案推问”（第 268 一 269 页）。四川布政司批：“仰州从公一并查审详报”（第 269 

页）。李仁的诉状没有递交在具体执行审理的达州，而是在四川布政司，可见虽然具体审理的机构是达州，李仁也意识到四川布

政司在本案件中扮演核心的角色。 

明代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涉及 98 个案例，有 28 个类似杨应惠这样的案例，其中百姓直接将状词递交在四川布政

司告状，布政司准状立案。相比较布政司立案的第一类情况，百姓告状布政司涉及的案情更为丰富。 

三、布政司理问所听审 

从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收入的司法文书来看，布政司直接立案，或者准状立案之后，布政司长官并不直接审理案件，

其中大部分的案件批发至涉案人所在的府州县进行审理，有一些案件则由布政司长官批发至布政司所属衙门理问所进行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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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每布政司设理问所，其中设理问一人，从六品；副理问一人，从七品。理问所理问，“典刑名”
 ①，即以处理刑名事务

为职掌。明代布政司设理问所，乃继承元代相关制度而来。元代各行中书省所设属官中包括理问所，设理问二员，正四品；副

理问二员，从五品
 ②
，处理刑名：比较而言，明代理问所设置的理问人员较少，品级也相对较低，但理问所直接从属省级行政机

构，理问直接处理刑名事务这些特征均得到了保留。 

有明一代，布政司理问所的理问不仅以刑名为职掌，而且理问在刑名事务中的表现得到关注。洪武末年，夏迪任福建怀安

县垂，当时福建布政司理问所缺署事之官，所司得知夏迪廉能，委任之。夏迪不负众望，“推漱详密，剖决平允，略无留滞”。

因为在理问所期间处理刑名得力，夏迪被推荐而直接升任大理左寺副，凡遇审决，一以至公，无不得其平。 
③
 弘治五年，名臣

刘大夏为广东布政司理问所重修撰文，其中赞赏理问所理问贺廉“忠厚勤谨、折狱明允，上下皆敬爱焉”。 
④
 同样，弘治年间，

大臣马文升上书，指出地方司法官员的除授存在问题，要求今后“推官、理问、断事有网，俱于法司办事进士及历事年力精强

举人监生内除授。”
 ⑤
 推官是明代府一级专事刑名的官员，断事则是明代军队系统中从事司法的官员。将理问与推官和断事并列，

一起提出刑名知识和能力上的要求，也可看出理问在地方司法体系中的位置。 

从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文档 16 成都府崇庆州上报呈详的招册中可以约略看到明代布政司理问所问刑的情况。嘉靖

二十九年（ 1550 ）十月，成都府崇庆州将杨艾等人金编为解户，收运成都广丰仓折色粮银。但在收运过程中，成都府崇庆州

户房书办黄琉“不合不行察官秤对，朦胧凿数印封”。解户杨艾等经成都府将银两运送至四川布政司，被布政司官员查出短少银

两。为此，四川布政司牌行崇庆州，要求查问解户是否与银匠勾结盗取官银；同时要求调取本州原秤银两结子复查。崇庆州将

杨艾等解户以及银匠张荣，连同原秤结子，一并解送布政司。布政司批文：“仰理问所查问招详”。理问所官当堂用崇庆州原秤

结子秤对各解户所解银两，发现每封少银肆钱。为此，将杨艾等解户与银匠张荣问拟“不应”减等，杖七十，赎罪。具招呈详

布政司。布政司对审理结果多有疑问：银两短少，崇庆州是否验秤？如果解户自封自解，为何银锭上盖有州印？为此，要求理

问所“备抄原招，连人解发该州复查究明实，另报施行”。理问所抄招，将杨艾等解户一并解送至崇庆州，再次审理，并提审本

州户房书办黄琉，问出黄琉失于督察之罪二在维持理问所对杨艾等解户处罚结果的基础上，将黄琉也问拟“不应”，减等，杖七

十，赎罪还职：崇庆州将审理结果上报布政司详漱（第 195 一 197 页）。 

布政司理问听对该案的审问值得关注：理问所官员对杨艾等解户进行审理，将其与银匠张荣具招呈详布政司：其中，听谓

“问拟‘不应’减等，杖七十，赎罪”，是指该案按（（大明律 》 “不应为”条
 ⑥
定罪量刑，引气大浩 》 减等，按赎罪条例，

根据犯罪人的财力情况予以赎免。与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记录的其他司法文书一样，理问所是以当时通行的格式化的招

册，将审理结果上报布政司申详的，显示出理问所作为审问机构的正规性。同时，上述案件中，理问所作为布政司从属机构的

特征也比较明显二无论是布政司将案件批发理问所进行审理，并要求理问所审问之后，将结果上报，还是理问所将审理结果上

报之后，布政司并不满意，要求理问所将招册抄送崇庆州，崇庆州再次审理，理问所均显被动，均是在布政司的差遣安排下行

动。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中涉及的布政司理问所问案，基本具有以上特征。比如文档 37 记录，嘉靖二十一年（ 1542 ) ，

攒造黄册，四川夔州府大宁县户房司吏杨廷珊与本县通城里里长谭灿、书手徐廷相等奉例造完之后，经布政司解送户部交收。

嘉靖二十六年，南京户部查出新造黄册多有错失，遂将黄册驳回四川布政司：四川布政司提解经手里长、书手谭灿、徐廷相等，

发理问所审问。理问所问出罪情，将谭灿、徐廷相等问拟“不应”（第 239 页）。理问所审问定罪落实之后，谭灿等回大宁县修

改黄册，再送南京户部，南京户部查验，发现其中仍有错误，为此，再次将黄册驳回四川布政司：这一次，四川布政司将此案

                                                           
① 《 明史 》 卷 75 《 职官四 》 ，第 1838 一 1839 页： 

② 《 元史 》 卷九十一 《 百官七 》 ，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第 2308 页。 

③ 雷礼： 《 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夏迪传万、焦花： 《 国朝献征录 》卷 64，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65 年，第 2798 页。  

④ 转引自陈鸿钧： 《 两方明代广东布政司理问听碑记考 》 ， 《 岭南文史 》 2009 年第 3 期，第 23 页。  

⑤ 马文升： 《 端肃奏议 》 卷三 《 陈言振肃风纪裨益治道疏 》 ， 《 回族文献丛刊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

第 418 页。  

⑥ 《 大明律 》 “不应为”条规定：“凡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答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姚思仁： ( （大明律附例注解 》 

卷 26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8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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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行夔州府，“牌仰本府行提经造贰拾壹年分黄册里书、算手并承行官吏到官，问拟如律，具招申详，以凭转夺施行。”（第 240 

页）此外，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文档 73 提到，嘉靖二十五年（ 1546 ) ，成都府内江县何茸臣诉辨吏役，四川布政司

牌提本县，行拘何茸臣与相关人犯田节等六人到官，由甲首张正管解至布政司，“发理问所收问讫”（第 321 页）。文档 84 说

明，嘉靖二十九年五月，四川布政司刑房吏甘继辰因故违差人调取士兵明文，为巡抚李大人查出，行文布政司，将甘继辰以及

兵刑工通吏王采，俱发理问所监问。理问所将王采、甘继辰各问拟“不应”杖罪，招呈布政司，并解详抚按衙门批允，王采、

甘继辰纳赎还役（第 344 一 345 页）。文档 89 记载，嘉靖二十二年（1543 ) ，卢子友等人被金编为重庆府璧山县各年库子，

逐年经收一应赃罚银两不等。嘉靖二十五年，布政司下令将已收赃罚银两解运到司。但解送过程中出现揽纳、侵费官银等罪情，

被人告发至成都府。成都府审理之后，具由连人解赴布政司隔别审究，发现情节互异，且未到正犯数多，于是将舒腾高等人犯

“发理问所监候”（第 359 一 364 页）。 

《 大明会典 》 “问拟刑名”条下明确规定：凡布政司官，不许受词，自问刑名。抚按官亦不许批行问理。其分守官受理

所属所告户婚田土等情，许行理问所及各该府属问报 
① 。即布政司长官不许直接审理刑名案件，而布政司所属理问所则是制度

规定的可以直接处理刑名事务的机构。在明人看来，这样的规定是为了保证布政司长官更好地履行作为一省之长的职责，因为

布政司长官责重，“不可劳以琐细也”。 
②
 成化七年七月，湖广按察司金事尚被上言，要求都察院禁止布政司长官“侵越理刑之

职，滥受民词”，因为布政司长官处理刑名，导致“农桑学校钱谷出纳之职一切略而不举”。
 ③
 也正是这个意思。 

明代理问作为布政司长官之属官的特征也因此明显。明代中期大臣张邦奇对此有透彻的讨论：“藩之地大者环数千里，所属

郡若州邑凡百余。统理既广，政务亦繁。凡钱谷勾稽之未明，人吏相夺口侵诬，郡邑不能平，则以讼于方伯。方伯尊且重，故

恒揽其大纲，至于特拳答楚拘囚辩证，一付之司理，使范其事。方伯时听其成焉。” 
④
 布政司长官掌一省之政，责任重大，不

能处理具体的刑名事务，因此将刑名事务交付理问所理问处理，只将结果汇报布政司长官。具体而言，“凡囚出人，谨籍其数，

以听于司；凡囚必审轻重，别其寝处，病与馁必报司，疗而饲之。狱之曲直疑允，上官下理问，则得辩而请焉。日严肩钥，察

械系。” 
⑤
 在理问职掌的每个环节，都可以看到布政司长官的主导地位。 

因此，虽然朝廷对官员设有定额，但理问所的规模、事务的繁简，以及理问在刑名事务处理中具有的自由空间，均与所属

布政司的规模，特别是布政司长官个人的态度大有干系。江西素以健讼闻名。明臣崔恭，字克让，正统丙辰进士，景泰中任江

西左布政使。雷礼 《 国朝列卿记 》 提到，当时江西布政司理问所“狱囚动二三百计，多死”，监狱狭窄，在监囚犯过多。崔

恭到任后，“市傍地而廓其制，复苏活人命无算”。
 ⑥
 对于崔恭建设理问所的情况，明人邓元锡也有记录：崔恭升迁江西左布政

使，“比至，辟理问所狱，囚无病死。释陷盗良民数千人”。 
⑦ 
张邦奇在为将出任江西布政司理问的友人张廷韶饯行的文字中，

也提到江西多讼这一特征，并指出张廷韶到任之后，处理刑名事务的责任会比别处更重，困难更多。但张邦奇也指出，有幸的

是，统属理问所的两位布政司长官，即方伯河间戈公、齐东马公皆以方正闻天下，张廷韶处理刑名事务或许会得些方便。
⑧
 

从理问来看，虽然是朝廷命官，但是在案件听审中，却多一味听命布政司长官，“畏谴而要誉者往往趋承风指，不顾情实。

甚则，上之人未始有意也，而以其私逆之，迁就以为智，锻炼以为能，使民情青惹而上泽不究。”
 ⑨
 这样的情况可能也很常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刑名知识见长，并能独立断案的理问，得到赞颂。正德年间，南丘先生陆应龙被

滴为浙江布政司理问。“公平心割决，不以答罚立威。经讯鞠者咸自以不冤。或伪传得代，囚闻皆坳哭。”陆应龙之侄，明臣陆

                                                           
① 申时行等： 《 明会典 》 卷 177 《 问拟刑名 》 ，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第 902 页。  

② 康海： 《 康对山先生集 》 卷 29 ， 《 贺大方伯孙公序；， 《 续修四库全书 》 133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第 334 页： 

③ 《 明宪宗实录 》 卷 93 ，成化七年秋七月己卯，台北：中研院史语所， 1962 年校勘本，第 1784 一 1785 页。  

④ 张邦奇： 《 张文定公纤玉楼集 》 卷 10 《 送张理问序 》 ， 《 续修四库全书 》 1336 册，第 609 一 610页。  

⑤ 王沂： 《 续文献通考 》 卷 9s ( （职官考 》 ，第 1489 页。 

⑥ 雷礼： 《 国朝列卿记 》 卷 50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4 年， 3269 页。  

⑦ 邓元锡： 《 皇明书 》 卷 21 ， 《 续修四库全书 》 316 册，第 127 页。 

⑧ 张邦奇： 《 张文定公纤玉楼集》卷 10《 送张理问序》．第 610 页。  

⑨ 张邦奇： 《 张文定公纤玉楼集》卷 10《 送张理问序》，第 6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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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感叹，陆公“得人心如此。” 
① 

总之，有明一代，布政司长官一般不直接听审案件，但是理问所这一机构的存在，则为布政司直接处理刑名事务，即对案

件进行听审，提供了制度的保障。换言之，通过理问所这一直属机构，布政司直接具有了司法听审的可能。 

四、布政司在详谳中的角色 

除了立案和审理，从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看，布政司还在案件的复核，即详漱中扮演重要角色：有明一代，国家法

律规定，对于较重的案件，初审之后，下级司法机关要逐级上报，接受上级的司法审查，是为复审，亦即详漱，这一过程则称

为申详。详漱从程序和内容两个方面保证司法公正，减少冤案的发生二明代详漱制度规范、程序严格。涉及罪名越重的案件，

需要申详的步骤和机构就越复杂二洪武二十六年（ 1393 ) ， 《 诸司职掌 》 规定：“凡各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县，遇有问拟刑

名，答杖就彼决断，徒流迁徙充军杂犯死罪解部审录发落。”刑部审录之后再发“大理寺复拟”，如果复拟平允，才可发落；否

则要重新审理。②则省级及以下的机构只有答杖刑的决断权，涉及答杖刑以上的案件则均需经过刑部和大理寺等中央司法机构

的复核，才能做最后的决断。详漱制度在有明一代多有变化。从明代中后期留存的司法材料来看，州县等初审衙门审理案件，

除了答罪的案件，其余包括杖罪以上的案件均需要呈送上一级机构进行复核。③《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户收录的 98 件司法文书

中，有 82 件是明确申详四川布政司的文书。布政司在详漱中的职责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两类。 

1 ．对初审案件的复核 

首先，布政司对一部分初审案件进行复核。这一类案件主要是布政司立案的案件，包括布政司直接立案，或者布政司准状

并下批至相关衙门进行审理的案件。在立案审查和批发相关部门审理之时，布政司一般要求该审理衙门将审理结果上报。因此，

相关衙门在审理结束之后，均会具招册，将审理结果申详布政司，即上报布政司进行复核。比如上述嘉定州威远县吏房典吏张

永镇造册违限案．威远县审理之后，具招申详布政司。比如上述杨应惠案件，夔州府达州接到布政司下批的案件之后．立即牌

行新宁县，将词状所及一干人等提解到官，对杨应惠状词涉及事项进行审理，并出具审理意见。审理意见以规范的招册的形式

申详四川布政使司。嘉靖二十八年十月，四川成都府崇庆州批差本州判官李廷俞管解嘉靖二十六年长安堡等税粮，李廷俞本应

按照解运期限，催督解户陈必中、陈宗贾等先到成都府换文，再到布政司和抚按衙门挂号，于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之前完成解

运任务。李廷俞管解不力，拖延至嘉靖二十九年各解户才陆续挂号缴纳。巡抚张大人为此要求四川布政司将李廷俞提问。四川

布政司牌行成都府，要求对此案进行处理，并将审理结果上报。成都府因此对李廷俞进行审查，将李廷俞问拟“不应”杖罪，

赎罪还职。但是案件发生时，李廷俞已经致仕。成都府认为李廷俞赎罪之后，应准令以礼致仕，但是在上报四川布政司的招册

的“照出”栏中，指出：“本官先奉明文，就令彼处问罪，原未行提到府。今已准令致仕，扶病回籍，似应免罪。本府未敢专擅，

惟复别有定夺，申乞钧裁施行。”（第 294 一 295 页）即明确表明这只是建议，是否采用，或者有其他方式处理，则全凭布政

司定夺。从中也可以充分看出布政司在详漱中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布政司最初没有经手的案件，但当布政司官员因为其他原因看到招册，发现问题的，也可以进行复核，

并以批文的形式要求府州县衙门进行重新审理。以文书 26 为例。该文书中的主要犯罪人杨枢，成都府绵州人，为四川布政司

候缺吏。杨枢在嘉靖二十六年买白善洪的儿子白四保为义男。翌年，白四保携带杨枢财产逃走。杨枢一方面令白家相关人等寻

访，一方面到分守川西道岑大人处告状。岑大人将案件批发成都府双流县审问。双流县将白善洪族侄白自会等提取到官，因天

色已晚，暂时在县衙官仓收押。杨枢令家人杨信进仓恐吓且收受白自会银两。白自会当夜缴死仓内。白自会妻子李氏状告分巡

川西道。分巡川西道官员仍将案件批县审理。在双流县的审理中，杨枢否认自己有吓诈白自会的行为，结果，杨枢被判无罪，

                                                           
① 陆架： 《 陆子余集》卷三《明故南京礼部精膳司郎中南丘先生陆公墓志铭 》 ， 《 四库全书 》 1274 册，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第 614 页。 

② 《 兵刑工部通大职掌，《皇明制书》卷 5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第 216 一 217 页。 

③ 颜俊彦 《 盟水斋存犊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收人颜俊彦在崇祯初年任职广州府推官时听审的案件，

其中收人申详之舌上司对颤俊参初审结果的批文．可见涉及杖罪的案件也都在申详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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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则被定为诬告罪。嘉靖二十八年，双流县将审理结果具招申详分守道。分守道官员复核之后，指出白自会有被威逼致死的

嫌疑，要求双流县重新审理。双流县按要求对该案件重新开审，将杨信问拟“威逼人致死”罪，杨枢问拟“不应事重”，以杨信

的名义，但由杨枢出埋葬银十两给李氏。双流县将审理结果再次具招申详分守道和分巡道，两道批允。杨枢等分别交纳诉讼费

和赎罪银两之后，该县将杨枢送还布政司重新供役。布政司对杨枢之前的情况并不了解，因此要求双流县说明为何耽搁一年才

将杨枢送还布政司应役。嘉靖二十九年，双流县把杨枢案件的招由抄写一份，呈送布政司周大人。周大人看过之后批复如下：“白

自会之死明出杨枢威逼，乃枢顾独得以义男信代乎？诡以自脱，而犹请复役。是何心也？仰县仍具查前后卷案，从实招详。”双

流县没有认真对待这一批复，仍将之前的招由申详布政司张大人。张大人批文如下：“看得白自会之死，明是杨枢势托问官，枉

法曲断。既责令以赔偿财礼，又吓之以寻还逃奴。穷民畏苦，计出无聊，遂尔自尽。其情节不特有亏行止而已，拟以‘威逼’

犹属宽纵，而前后问官曲为辩脱，皆以杨信当之，此岂义男之所能哉？虽经司道屡驳，皆不敢归重本犯，而还役之拟牢不可破，

则杨枢之威力，问官之畏软不言具见。律法何在？仰府提吊人卷，从公从实明正枢罪，另招详夺。慎勿迁就有力而屈抑无辜也。”

大意与之前周大人批复相同，但是语气更为严厉，而且将该案件的重新审理批于成都府执行。成都府受命之后，将杨枢等人以

及相关案卷提解到官，一并发成都县审问：成都县审出杨枢令杨信到仓恐吓取财之事。因此引“恐吓人财物”律，将杨枢问拟

徒罪，并革除杨枢布政司吏役。成都县将审理结果报成都府二成都府核实情况之后，具招申详布政司（第 214 一 217 页）。 

此外，布政司还负责一些特定案件的详漱。比如与清军相关的案件。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文档 9 号和 10 号，涉及

的是同一个案件。两个文档均是撞川州上报的招书，均以撞川州丰饶乡军籍徐张贤为招首，即主要罪犯：徐张贤故祖徐和轻在

洪武年间因罪充军贵州清平卫，徐家由此成为军籍。嘉靖二十七年，清军官员查出贵州清平卫原在伍之徐正烈缺伍，要从原籍

勾补。原籍户丁徐张堂轮该当伍。官府全派同族徐张贤和徐正东解送徐张堂与妻子鲁氏前往贵州。徐张堂夫妇不愿前往贵州清

平卫人伍为军，为此收买徐张贤，一直容留在家。期间徐正东病故。嘉靖三十年，清军官员发现徐张堂夫妇还未到伍。徐张贤

事发。文档 9 号不全，但是可以看到最后徐张贤被问罪，并定充军附近之刑。案件经潼川州审理，但是招书申详的衙门是布政

司。布政司官员复核此案，认为根据律法，徐张贤应该定发充军，但是本案情况特殊，建议从轻发落，认为改充军为徒罪比较

合适。并要求潼川州重新具招上报。潼川州收到布政司批文后，对徐张贤案进行了重新审理，将徐张贤由充军改为杖一百、徒

三年。文档 10 号是潼川州再次申详四川布政司的招册（第 182 一 185 页）。 

从以上案例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布政司在详漱中的职责。在详漱的过程中，布政司在罪情的分析，量刑定罪的决定等方面，

均有积极且强硬的态度。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文书第 41 号中，顺庆府广安州东安里民向贵春侵欺经收起运税粮，事发，

定罪充军，同时变卖田产，赔纳侵欺银两。向贵春在监病故，其弟向贵兴代兄继续变卖田产，完纳侵欺银两。在田产的变卖中，

与购买田产的周廷恺起衅：嘉靖二十八年七月，向贵兴告状至布政司，提出田价亏少，要求周廷恺加价：布政司准状后，将案

件批发顺庆府审理。顺庆府支持向贵兴的诉求，断令周廷恺在之前已出田价的基础上，再出银十五两给向贵兴。嘉靖二十八年

九月二十八日，顺庆府将审理结果申详布政司：布政司对审理结果十分不满，批复指出，从案件前后经过看，向贵兴“贪心不

足．节次捏告”，罪证明显：顷庆府应该“查卷重治，以为侵粮骗赖无干之戒”，而不该再断周廷恺出银二布政司指责顶庆府的

审理“是开其骗局而启其重诬也”。布政司批复认为“廷恺无罪，田价不许重给”，而向贵兴的诬告之罪要予以惩治。布政司要

求顺庆府在重新审理之后，“另招详夺”，即重新上报复核二顷庆府接到布政司批复意见后，对此案进行了重新审理，基本按照

布政司的意见对相关人犯重新发落：向贵兴以诬告问罪，被杖一百。周廷恺原被问拟“不应”杖罪，该谷五石四斗赎免，也相

应解除。在再次呈送布政司申详的招册中，在“议得”部分的最后，顺庆府还专门表明“本府未敢专擅，合候详示施行”（第 244 

一 247 页）。从中也可以看出布政司详漱对于案件结果的左右。 

2 ．地方死刑案件的转详 

除了对初审案件的复核，布政司在地方死刑案件转详中也扮演核心角色。嘉靖二十五年，四川撞 J ! ！州盐亭县李正冲、

李现拱、李秉俭等入室抢劫同族李现荣。在抢劫过程中，李现拱与李秉俭对李现荣及其家属有杀伤行为：事发，盐亭县对该案

进行审理，李现拱等拒不认罪。盐亭县为此具由申报分守道，分守道将此案批发潼川州进行审理，要求审理之后“招详报缴”。

在此后的几年内，因为李现拱等不断上诉，加上中央各司法部门到地方恤审，该案件一直处于再审和复核的状态。这一年，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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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御史冯大人到潼川州审录罪囚。盐亭县将罪犯和案卷一起解赴潼川州。这时，李现拱、李秉俭已经病故，盐亭县刑房吏员王

珠在准备招由时，将李正冲转为招首，即主犯，并在招由内误写李正冲与李现拱同杀李现荣，并引条例议罪。冯御史等会审此

案，认为李正冲案件审理清楚，将李正冲等监候，转详刑部，等刑部核准之后就可以结案落实对李正冲等罪犯的惩治二值得注

意的是，这一死刑案件的转详，乃经由四川布政司完成。嘉靖二十八年正月盐亭县准备好上报刑部的司法文书，“抄申布政司转

详”。在文书准备的过程、中，盐亭县刑房吏员王珠未将李现荣首告词状抄誊收人 · 刑部收到一应文书后，发现没有原发文书，

即受害人首告词状二于是将案卷驳回：驳回的机构也是四川布政司，并由布政司行文盐亭县。盐亭县再将原发词状抄申布政司

转详刑部。嘉靖三十年二月，刑部在对该案件进行复核之后，指出李正冲案卷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为此将此案驳回再问。批文

要求：“该司即便转行该州，将正冲干证人卷提吊到官究问明白，依律议拟停当，仍呈巡按衙门会审无异，另招转详。以凭详拟

施行”。四川布政司接到刑部批文后，下文潼川州，行文盐亭县，将一干人犯提解至潼川州再行审问（第 175 一 179 页）。从 《 四

川地方司法档案 》 收录的这一案件来看，地方死罪案件申详刑部的责任在布政司。 

实际上，关于布政司在地方死刑案件申详中的作用，在明初就有明确的规定：在外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并直隶卫所、府

州，一应刑名问拟完备，将犯人就彼监收，具由申达合干上司。都司并卫所申都督府；布政司并直隶府州申呈刑部；按察司呈

都察院。其各衙门备开招罪转行到（大理）寺详拟。凡罪名合律者，回报如拟施行。内有犯该重刑，本寺奏闻回报。不合律者

驳回再拟，中间或有招词事情含糊不明者，驳回再问。
① 但是，到明代中期，这一规定似乎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正德年间，

王廷相巡按陕西，发现死刑案件在经过巡按御史会审定案之后，多未及时上报中央相关衙门详议，导致狱囚或在监自毙，或者

出现越狱和劫囚等情况。王廷相将此归咎于“各该官员不知转详来历”。为此，王廷相再次申明旧规：“曾经按察司分巡兵备等

官自问，并批允各府州县卫所有行，及巡抚巡按亲问者，俱该按察司呈都察院转详；布政司及分守官自问，及各府州县有行，

申呈抚按衙门批允者，俱该布政司呈刑部转详；各卫所有行，申呈抚按衙门批允者，俱该都司呈五府转详”。王廷相指出，这一

规定行之既久，各衙门因循废弛，“递年止是按察司止将本司见问罪囚，间或数名呈详，未呈者尚多，惟都布二司未见转详一名。” 
②
 但是从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来看，嘉靖中期，四川布政司在死刑案件详漱的程序中落实了这一机构应有的转详责任。 

五、布政司司法与明代省级司法格局 

从以上以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为中心的讨论可以看到，布政司在明朝的司法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布政司可以准状

和立案；布政司所属的理问所可以听审；布政司承担初审案件的详漱，并在地方死刑案件转详刑部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以上讨论对于重新审视明代省级的司法格局和地方最高机构，即布政司、按察司和都司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且分述如

下。 

首先，一般认为布政司主管民事，而不涉及司法，这样的认识存在偏颇。民事与司法关系密切，布政司在司法中具有重要

位置。 

关于布政司的司法权限，实际上在洪武时期承宣布政司设立之初就有规定。洪武九年，承宣布政使司设立。朱元璋对于布

政司长官曾发布以下浩命：“迩来联有天下，更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所以承者，联命也；宣者，代言之也；布者，张陈之也；

所以政者，军民休戚，国之利病；所以使者，必去民之恶，而导民之善，使知有畏。从于斯之职可不重乎。”
③
 这一浩命说明布

政司职掌的重要特征：布政司对所辖地方进行全面的管理，即凡能有利地方，使民去恶从善之政，均在布政司的职掌之内，其

中包括刑名事务。 

洪武十七年（ 1384 ) ，为加强对地方的管理，朱元璋令礼部以八事榜示天下，永为遵守。其中第三、第五、第六三条则

具体规定了布政司的司法职掌，可分列如下：“其三，布政司官宜宣布德化，考核府州县官能否，询知民风美恶及士习情伪，奸

                                                           
① 申时行等：《 明会典 》 卷 214 《 大理寺 》 “详拟罪名”，第 1073 页。  

② 王廷相：《 王廷相集 》 ，《 浚川公移集 》 卷之一，《案验录二十九 》 ，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132 一 1133 页。  

③ 张德信、毛佩琦主编： 《 洪武御制全书 》 ，合肥：黄山书社， 1995 年，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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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甚者具闻鞠之，如所治不公则从按察司纠举。”“其五，犯徒流罪者，县拟其罪申州若府，以达布政司定拟。”“其六，有犯死

罪者，县拟其罪申州若府以达布政司，布政司达刑部定拟。杂犯者准工赎罪；真犯者奏闻遣官审决。”
①如此，则布政司不仅可

以立案审问，而且在对府州县初审案件的详漱，以及地方死刑案件转详刑部的过程中均担任重要的职责。 

明初对布政司司法权限的规定，应该一直在落实之中。正统年间，万观任山东右布政使。“齐民素健讼，碟诉填委”。万观

选取其中重大的、特殊的案件亲自审理，而将其余案件交给理问所处理，“计日疏决，狱为之清”。
②
可以看到布政司长官和布政

司在司法中的作用。弘治年间，大臣马文升建议“布政司官不许受词，自问刑名 „ „ 其分守、参政、参议，若有所属人民有

告户婚田土吏典民害事情，许其接状，咨行本司，答 J 仰理问所问理，其余行府问报。”
③
 则一方面可以看到理问所在布政司

参与审问中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想见，这一时期以及之前，上述布政司长官万观这样的行为可能是常态。 

明代后期，吕坤对于布政司和按察司的角色多有反思。在他看来，布政司职掌全面，举凡生产、赋役、商业市场、风俗礼

教、学校士习、存养孤寡等均在布政司管理之内，为保证这些领域的秩序，则“罪包揽以重钱粮”“惩衙蠢以除民害”“简词讼

以省劳费”等均属于布政司之职。
④
与朱元璋在 《 承宣布政使浩 》 中表达的意思比较接近，即布政司是包括具有司法责任的

全面管理地方的机构：而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中展示的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则充分显示出明初设计的布政司的司法

权限如何在明代中期的四川地区得到具体落实。 

其二， 《 明史 》 称，“按察名提刑，盖在外之法司也。”
⑤
说明提刑按察司在司法中的重要性。但如果由此而认为按察司

垄断明代省级司法事务，则有误解按察司职掌之嫌。 

实际上，从明初有关记载来看，对于提刑按察司这一机构，朱元璋着重强调的是其监临之职，即对地方事务和官员的监督

与纠举：洪武三年（ 1370 ）正月，天下各道按察司官来朝，朱元璋召集御史台官员，一并告谕，明确其作为风宪官的职责；

指出风宪之任，应“以折奸邪、理冤抑、纠正庶事、肃清纪纲，以正朝廷”为目标；为此要求按察司官员，以“大公至正为心，

扬善遏恶，辨别邪正，不可循习故常，挟公以济私”。
⑥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按察司官与御史台官一样，属于风宪官，以监督与

纠举为主要责任：上述洪武十七年，礼部以八事榜示天下，其中也提到，如果布政司“所治不公则从按察司纠举”，也可以看到

朝廷对按察司职掌设计的重点。 

按察司在司法中占据重要位置：上述朱元璋告谕中提及的“折奸邪、理冤抑”，充分说明按察司的司法责任。具体而言，“按

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幼之事，纠察官邪，擒治贪酷，禁洁强暴，平漱刑狱，雪理冤枉，以振扬风纪。”
⑦
则一方面说明，按察司虽

然在司法中担任职责，但司法并不是按察司最主要的职责，“平漱刑狱，雪理冤枉”，以“振扬风纪”为目标。因此，当明代后

期吕坤讨论按察司之职掌时，明确指出如果只以刑名之事来看待按察司的职掌，则是对按察司职掌的莫大误解：“但以刑名为职

掌，人亦以刑名吏目之”，则是“弃其尤重而独任兼衔”。因为刑名只是按察司职掌事务中的一部分，或者次要责任，而其主要

的职掌应该是“弹压百僚，震慑群吏”，即对省内官吏的监督纠举，应该是主要职掌。
⑧
吕坤指出，“今府州县衙门系之承宣布政

使司，而按察司下不系焉者何？布政司其统属，而按察司其监临也。统属则倡率之任专，监临则纠察之权重。”
⑨
这是对按察司

职掌比较精辟的分析。另一方面，提刑按察司在省级司法中的责任主要对初审案件进行复核，减少司法枉滥；同时在官员犯罪，

以及省内重大刑狱中发挥司法作用。换言之，按察司在省级司法中有自己独特的负责领域，而并不是全面垄断省级司法。 

                                                           
① 《 明太祖实录 》 卷 161 ．洪武十七年四月壬午，第 249一 2498 页。  

② 王直： 《 山东左布政使万公砚墓志铭》．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95 ，第 4145 页。  

③ 马文升： 《 端肃奏议》卷十一，《传奉事.》．第 539 一 540页. 

④ 吕坤： 《 吕坤全集 · 实政录》卷一《明职》“布政司之职”，北京：中华书局， 2008 年，第 937 页。  

⑤ 《 明史 》 卷 94 《 刑法二》第 2306页. 

⑥ 《 明太祖实录 》 卷 48 ．洪武三年正月甲午．第 949 页. 

⑦ 孙承泽： 《 春明梦余录》卷 48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第 1046 页。 

⑧ 吕坤： 《 吕坤全集 · 实政录 》 卷一 《 明职 》 “按察司之职”，第 935 一 936 页。 

⑨ 吕坤： 《 吕坤全集 · 实政录 》 卷六 《 风宪约 》 “按察事宜”，第 1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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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布政司和按察司均在司法中具有各自的职责，明人将其司法作用相提并论。比如弘治年间大臣程敏政认为，“按察、

理问品秩有崇卑，治狱有大小，其任之专，一也。”即认为按察司与布政司理问所均处理刑名事务，性质相同，只是按察司处理

的是省级的重大的刑名事务，而布政司理问所处理的是布政司统属“郡邑之刑” , “每一藩置按察司以总一方之大狱，而布政

司别置理问。凡郡邑之刑系布政司者，悉隶之理问，勘其情伪曲直而上之使，使覆之而狱成焉。”
 ① 

其三，从布政司司法来看，有关明代地方最高机构布政司、按察司和都司三司分职的传统观点需要补充。 

布政司、按察司和都司分掌省级事务。明臣李东阳对于三司分职的描述如下：“国朝于两轰外，置十三布政司分领府州县以

治民事；又置都指挥使领卫所以治兵；又置按察司以纠察官吏，刑兵、民之不法者。其势若专而不威。然分方之守、会官之议，

虽兵与刑未始有不获预者，盖布政之重如此。”
②
对三司各自职掌的描述清晰。但是，为了说明布政司在三司中权位更重，李东

阳指出通过各分守和三司会议，布政司对军事和刑名也有涉及。如此一来，则将司法从布政司所治之“民事”中剥离，造成“民

事”与司法无关，布政司一般、日常的职掌中不涉及司法，而只有其分守官员和通过三司会议才涉及刑名这样的印象。 

《 明史 · 职官志 》 对于上述布政司“治民事”进行了具体的解释。指出布政司掌一省之政，具体包括考核官员、征收

钱粮、管理学校、主持祭祀、救济孤寡、族表良善等。遇到重大事务，与按察司和都司进行商议。 《 职官志 》 同时交代分

守之职，说明各分守主持粮储、屯田、清军、骚传、水利、抚民等。在具体职掌介绍的最后，指出“理问典刑名”。
③
 因为在关

于布政司职掌的整体描述中并未提到布政司与司法的任何关联，最后关于理问的介绍显得有些突兀。与李东阳对布政司职掌的

描述相比较，布政司治民事的职掌在 《 明史 · 职官志 》 中交代得更为具体，布政司与司法的关系则更为淡漠。 

后人对三司职掌的讨论，多与 《 明史 》 等以上的描述有关。比如前已提及的关文发、颜广文的观点：“分设布政使管民

政、财政；按察使管司法、刑狱；都指挥使管卫所军事。”
④
司法明确归人按察司，布政司的职掌具体为民政与财政，则布政司

与司法的关系更难建立，按察司主管一省司法的形象得到确立。 

但是，从司法的角度来看，有关三司分职的这一传统观点显然需要修正和补充。上文提到布政司明确有司法的职掌，“治民

事”与其司法职掌并不矛盾；按察司并不垄断一省司法。实际上，在省级司法中，除了布政司和按察司担任重要职责，都指挥

使司也具有重要的司法权限。明代省一级设都指挥使司，管理所属卫所。都指挥使司下设断事司，设断事一员正六品，副断事

一员正七品。处理都司所属的一切词讼。
⑤
 因此，明末茅元仪指出，“盖国初三司各自问刑，不必尽委郡县。故都司有断事，布

政司有理问，自以其幕属主之。”
⑥ 
布政司、按察司和都司不仅各自问刑，而且各自申详：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在外都司、布政

司、按察司并直隶卫所、府州，一应刑名问拟完备，将犯人就彼监收，具由申达合干上司。都司并卫所申都督府；布政司并直

隶府州申呈刑部；按察司呈都察院 
⑦
。对于死刑案件的转详，也具有类似的特征。明末高汝拭提到地方要将经过巡按御史会审

情真的死刑案件申详中央各部门，其中也明确指出：“凡所问事发布政司与府州县者，布政司转详刑部；事发抚按与按察司分巡

道者，按察司转详都察院。”
⑧
 

三司在司法中各有位置，在申详和转详中各有对应的中央机构，可以看出三司分权与互不统属的痕迹。但是，与传统的对

地方三司分职的看法不同，省级司法事务并不由按察司专掌，布政司、按察司、都司三司分理司法庶务：大致上，布政司主管

民事，与民事相关的司法事务仍由布政司负责；都司主管都司卫所，在与军伍有关的司法中起到主持的作用；与其监临一职相

                                                           
① 程敏政： 《 草墩文集 》 卷 33 《 赠陈君伯谦赴湖广布政司理问序 》 ， 《 四库全书 》 125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87 年，第 569 页。  

② 李东阳： 《 怀麓堂集 》 卷 66 《 山西布政司修造记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第 688 一 689 页。  

③《 明史 》 卷 75 《 职官四 》 ，第 1839 页。  

④ 关文发、颜广文： 《 明代政治制度研究 》 ，第 50 页。 

⑤ 《 明史 》 卷 76 《 职官五 》 ，第 1872 页。 

⑥茅元仪： 《 暇老斋杂记 》 卷 9 ，张四库禁毁书丛刊 》 子部第 29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7 年，第 523 页。  

⑦ 申时行等： 《 明会典 》 卷 214 、大理寺、“详拟罪名”，第 1073 页。  

⑧ 陈建： 《 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 18 ，户续修四库全书 》 357 册，第 3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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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按察司主要负责复核伸冤，官员犯罪以及一省大案要案的处理。从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体现的布政司的司法作用，

可以看到布政司在司法领域中的职有专掌。 

其四，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展示出明代地方司法实践的重要特征。首先，百姓告诉相对自由：明代 《 大明律 》 规

定， ' ．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
① 原则上，民户百姓的词状应递交基层府州县衙门进行初审：不经本管官司而将状

词直接递交上一级衙门，甚至入京告状，则有“越诉”之罪。 《 大明律 》 规定，越诉者，答五十。
②
但是，一方面，越诉罪

惩治较轻；另一方面，法律虽然禁止百姓越过基层向上级衙门告状，但是对于各上级衙门而言，却不存在越级接收词状的禁令。

此外，根据具体的罪情和地区的差别，部分“越诉”的行为也得到法律的准许。比如罪情重大至谋反叛逆的，各处军民都可以

直接赴京奏告，也可以向维护一方军政的镇守总兵、参将、守备等官呈告。
③
如果“在外词讼干碍司府州县”，即涉及地方官的，

可以向巡抚、巡按处告状。
④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百姓告状机构的限制其实难以落实。在实际生活中，民间告诉呈现出相对自

由的状态，任何省级机构及其统属衙门，比如按察司、布政司，以及在省机构，比如抚按衙门等，百姓均可向其递交词状。在 《 四

川地方司法档案 》 中，有 28 件案例，军民百姓将词状递送至四川布政司这一省级最高衙门，是民间告诉相对自由的最好体

现。 

百姓告诉的自由还体现在对已经审结、未经审结案件的重新提出诉讼。明代法律规定，对于已经审结的案件，如果原、被

告如果不服，他们或他们的家人可以向上级司法机关提出申诉，由此对案件进行再次的审理。
⑤
如果案件在初审衙门未经审结，

则不准再次告诉。
⑥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已审结、未审结的案子，因为一方不服而不断上告，导致争讼十数年的情况殊为常见。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中告状至布政司的案件，多为再审案件。 

其次，多个衙门和官员审理同一案件，尤其是重大案件。一般府州县作为初审衙门，接收词状之后要直接进行审理。而其

他非初审衙门，比如布政司，在接到词状之后，则要将案件批发至与涉案双方相关的府州县衙门审理。一般情况下，上司机构

会把案件批发至初审衙门。比如上文提到的文档 26 涉及的案例中，杨枢告状至分守川西道、白自会之妻李氏告状至分巡川西

道，分守川西道和分巡川西道先后均将此案批发至涉案人所在的双流县审理。但是在再审的案件中，上司机构则经常会将案件

批发至该案件初审衙门之外的衙门，即所谓隔别衙门进行审理。比如上述杨应惠案例中，杨应惠与杨应贤的纠纷曾经双方所在

的夔州府新宁县审理。杨应惠告诉四川布政司，布政司将该案件批发至夔州府达州进行再审。大致上，案件越复杂，罪情越重

的案件，审理的衙门和官员越多。万历年间谢肇制以人命一事为例，指出“两造未服，争讼求胜，自巡抚中垂、直指使者、藩

桌之长、守巡二道、隔邻监司，纷然批行解审，及至狱成，必历十数问官，赴十数监司”
⑦
。即如果是人命等比较重大的案件，

诉讼、审理本身即可能导致数十衙门牵涉此案。 

再者，详漱复核机构交错。上文提到，有明一代，存在规范的详漱制度。案件初审结束之后，根据罪情的轻重，需要将审

理结果逐级申报各上级机关进行复核。同时，当各上级衙门接收词状，准状立案，将案件批发至初审衙门或其他机构进行审理

时，一般均要求该衙门上报审理。则各接收词状，并准状的机构均对该案件具有了复核权。这样，在一具体案件的复核中，就

出现多个衙门交错的状态。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记录，嘉靖二十七年（ 1548 ) ，顺庆府广安州邻水县张仲华、余允禄

等人被编金为成都府广丰仓解户，解运该仓夏、秋米不等。张仲华有子张孝，为邻水县首领候缺吏员。考虑父亲年老，又了解

到夏米数量较少，张孝设计让其父张仲华只解运夏米，而让余允禄等人分解秋粮。余允禄等解户不服，告状至巡抚衙门。张巡

抚将状词批发布政司，布政司誊录告词，牌发顺庆府杨通判提取相关人等进行审问。顺庆府审理之后，具招申详布政司，布政

司将审理结果具招申详巡抚衙门，布政司和巡抚衙门对该案件均有复核权。（第 209 一 211 页）再如上文提到的杨枢一案中，

                                                           
① 姚思仁： 《 大明律附例注解 》 卷 22 ，第 772 页二  

② 姚思仁： 《 大明律附例注解）卷 22 ，第 772 页： 

③ 白昂等编：弘治 《 问刑条例冬， 《 皇明制书妙卷 13 ．第 372 、 375 页。  

④ 戴金： 《 皇明条法事类纂 》 卷 38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 乙编第五册，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4 年）收录详

细的规定，可参见。 

⑤ 参见 《 宪纲 》 ， 《 皇明制书 》 卷 ro ，第 304 一 305 页。 

⑥ 姚思仁： 《 大明律附例注解 》 卷 22 ，第 786 一 789 页。 

⑦ 谢肇制： 《 五杂组 》 卷 14 ，上海：上海书店， 2009 年，第 2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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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涉案人曾经状告至分守川西道、分巡川西道，负责初审的双流县在审理结束之后，具招分别申详这两个机构，两道同时批

允之后，这一案件才算初步告结。同样，罪情越重，越复杂，则参与复核的机构和官员就越多。 

以上地方司法实践的特征，在司法过程中呈现出繁冗和混乱，因此而为明人所垢病。
①但是，在制度设计中，以上不同层级

衙门在诉讼、审问和复核中各起作用，则明确以追求司法公平，减少冤枉为目标。比如详漱，洪武十七年，正因为“人命重狱

恐有差误”，所以要求地方衙门将有关案件呈送中央司法机构进行复核：
②
明代后期吕坤也清楚地指出，“数批检问，非以求同，

正谓恐有冤抑，相与平反耳 „ „ 盖众官同勘一事，原为此事虚实；同勘一人，原为此人生死。”
③
说明以上描述的司法状态，

是制度有意设计使然。多方准案，多官问案，多个衙门进行复核，体现的是司法官员和机构之间的互相协调和补充，相互制约

和牵制。通过这样的机制，可以集中司法信息，分享法律知识，平衡各方的司法意见，以获取司法公正、减少冤枉。 

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地方司法权处于相对开放的状态，即不同衙门通过准状立案、审问和复核，均可以对该案件产生一

定的司法权，而不可能集中在某一个衙门。明代布政司作为省级最高行政机构，必定在这一开放的司法体系中占据位置，按察

司并不可能垄断省级司法。即便是在按察司主要职责所在的“伸冤理枉”
④
方面，对已有审结的案件重新进行审理的权力也不局

限于按察司。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记录，嘉靖年间，成都府绵竹县兵房书办周贵以“贪吏积喇，科收银两”等事，被四

川按察司分巡道问拟“求索人财”减等徒罪。周贵“不忿”，转而“具状赴四川布政使司诉理”。布政司准状，要求绵竹县查报

（第 170 页）。可见，对于按察司分巡道已经审结的案子，布政司可以重新要求地方开审，充分体现出地方司法格局中的相互

协调与制约。 

总之，从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展示的布政司司法可以看到，明代地方三司在司法领域各有职掌，互不统属，同时在

司法事务的处理中，多有相互协调补充、制约与牵制。洪武十三年 ( 1380 ) ，废除垂相，朱元璋明确这一政治行为的理念为：

“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领顽，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

当。”
⑤
起码从明初省级的司法格局来看，这样的理念似乎也得到了深人的贯彻。在省级司法事务中，都、布、按三司“分理庶

务”、“彼此领顽” 。 

洪武九年，承宣布政使司设置，明初改变元代地方的行政机构，在省一级设置布政司、按察司和都指挥使司，即三司的改

制基本完成。
⑥
学界认为，三司分权，互不统属，所以彼此之间缺乏协调合作，任何一个部门不能主持一省的大政，所以才会有

巡抚制度的产生和确立。而直到巡抚制度确立，明初改变元代行中书省，建立新的地方秩序才算完成。
⑦
确实，巡抚制度的确立、

巡按监察御史职权的拓展，对明初以三司为核心的地方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就司法的情况而言，三司在司法中职掌明确，

同时又彼此制约，明初确立的这一格局的基本特征似乎没有改变。 《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 展示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及其

与按察司等机构的关系，可为证明。 

 

 

                                                           
① 谢肇制： 《 五杂组 》 卷 14 ，第 279 页。  

② 申时行等： 《 明会典 》 卷 177 “详拟罪名”，第 902 页。  

③ 吕坤： 《 吕坤全集 · 实政录 》 卷六 《 风宪约 》 “提刑事宜”，第 1092 一 1093 页。 

④ 吕坤： 《 吕坤全集 · 实政录》卷六、《 风宪约 》“提刑事宜”，第 1094 页。  

⑤ 《 明太祖实录 》 卷 239 ，洪武二十厂、年六月已丑，第 3478 页。  

⑥ 萧少秋： 《 明初行省制度考略》《历史教学》1984 年 12 期；肖立军： 《 明初从行省到三司制改革的真相与实质 》 ， 

《 历史教学 》 2002 年第 2 期；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 》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261 页。 

以上论著均认为洪武九年改设承宣布政使司是地方三司改制的完成而不是开始。  

⑦ 张宪博： 《 明代的行政体制与军事管理制度》，张显清、林金树： 《 明代政治史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509 一 514 页。 


